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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口海岸地处海陆交界带, 其沉积层理特征与形成机制是沉积动力学、 动力地貌学和地层学等学科方向的

研究热点, 对评价海岸工程环境效应、 重建沉积古环境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通过梳理河口海岸区域径流、 潮汐、
波浪等多种动力因子作用的研究成果, 归纳不同动力主导作用形成的沉积层理特征, 剖析 3 种基本动力对沉积层理

塑造的动力学机制, 阐释洪水、 风暴偶发动力因子以及生物扰动、 海平面变化、 围垦工程等其他影响因子对沉积

层理形成和保存的作用机理。 同时, 总结了数值模拟手段在沉积层理形成和破坏机制解译方面的应用及取得的机理

认知, 提出在河口海岸沉积层理时空尺度认知、 多因素耦合反演模型开发应用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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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海岸的地貌形态与沉积特征不仅涉及其沉积历史过程和层序地层分析, 而且对沉积物、 营养物和其

他溶解、 悬浮成分在地球表面的运动输送造成了主要限制[1], 泥沙分层特性还可用于分析地貌演变、 生态

系统变化以及历史地理演替规律。 近年来, 浅海区域沉积层理已经成为地质专业研究热点, 对解释古水流、
沉积物通量类型以及沉积环境演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层序地层演化机制的梳理总结也能为古环境重建提供

理论基础[2-3]。 例如, 通过分析连续沉积记录以及数值模拟, 重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

风暴水涝灾害从而崩溃衰变的发展过程[4]。 了解河口海岸区域的沉积层理形成机制有利于跨学科研究, 并

作为未来河口水动力分析、 沉积环境冲淤变化推断和河口海岸区域可持续管理的理论基础。
河口海岸区域通过相互连通的水流通道实现海陆间物质输送交换, 这一区域包括陆地-近海连续体的地

貌特征以及整个沉积体的地质特征, 其演变是高度动态的。 沉积层理是沉积物三维排列的表征, 由颜色、 粒

度、 矿物组分、 沉积结构等特征变化所产生的宏观特征。 泥沙的起动、 输送、 沉积等过程是河流、 海洋水动

力条件的具体表现, 也是水动力作用于沉积层理形成过程的媒介。 径流、 波浪、 潮汐、 风暴潮等动力因素通

过影响沉积物粒度、 沉积物输送量、 生物扰动等方面进一步改变沉积体系构成[5]。 除了不同水动力因素,
海平面上升、 人类活动、 泥沙自身的电化学特性及物理特性等也会影响泥沙运动模式[6-7], 从而影响河口海

岸沉积形态和层理特征[8-9]。
由于不同类型水动力作用, 或是不同水动力相互作用的强度差异, 沉积混合过程往往反复叠加或者相互

抵消, 使得沉积演变更为复杂, 呈现不同的沉积层序特性。 各组分沉积物的分带性、 分层性会影响河口、 潮

滩等生态系统的分布以及健康状况[10]。 通过现场观测、 钻孔取样分析等方法, 有关河口海岸潮滩层理形成

破坏过程、 作用因素的研究已有了大量讨论。 作为沉积体系的重点分析内容, 早在 1965 年, Evans[11] 选取

一系列 60 cm 长的短柱样对英国 Wash 潮滩的沉积环境进行研究, 将广阔的潮滩区域划分为 7 个具有不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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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特征、 生物量、 沉积物组合以及沉积结构的沉积亚环境。 此后, 有关世界各地河口海岸潮滩的沉积层理特

征研究逐渐增加, 如英国西威尔士 Dyfi 河口、 澳大利亚南部、 中国长江三角洲、 韩国西海岸庆吉湾等[12-15],
以及古今的对比研究, 如挪威近海 Halten 阶地南部、 美国犹他州 Ferron Notom 三角洲等[16-17]。 因此, 本文旨

在总结河口海岸区域沉积层理特征与形成机制, 通过理论分析、 数值模拟等来阐述沉积层理形成过程, 以期

进一步推进各动力作用在沉积层序影响机制的解译, 并对本学科有待更深层次研究的科学问题进行探讨。

1　 河口海岸沉积层理特征概述

河口海岸沉积物输送搬运模式、 层序地层的三维构形、 沉积层理分布及规律等都与潮汐、 河流、 波浪等

水动力因素密切相关。 现代研究者无法身临其境地观察历史地质沉积特征, 通常依赖对现代环境中沉积相的

深入研究来类比分析。 虽然地层绝对年龄可以通过同位素衰变原理确定, 但是由于底床差异、 事件缺失等原

因, 同一时空的地层钻孔取样插值分析精度有限, 地质历史的多解性仍然存在, 层序地层时空尺度的认知有

待加强。 大量现场观测和沉积物岩芯取样分析表明, 河口海岸地区存在砂泥交替堆积的沉积层序[12,15]。 由

于多种动力共同影响, 其沉积序列解释通常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 不同动力条件下形成的沉积层理特征各

异, 典型潮汐沉积构造包括双向交错层理、 潮汐韵律层、 S 形交错层理、 复合交错层理等(图 1, 据文献

[15, 17-27]绘制)。

图 1　 不同水动力主导形成的沉积层理类型

Fig. 1 Typical sedimentary structures by different dominant hydrodynamic forces



　 第 1 期 周曾, 等: 河口海岸沉积层理特征与形成机制 169　　

河口海岸通常向陆方向坡度变大, 潮汐受浅水效应影响潮差向陆增大, 潮汐能量聚集, 潮流作用向陆增

强[28]。 在潮汐作用显著的河口海岸区域, 受涨落潮流速度或是大小潮周期性变化影响, 沉积物在沉积过程

中常形成特殊的砂泥互层状层理, 被称为潮汐层理, 其纹层厚度随着基准面变化和沉积物通量等的相互作用

而发展变化。 在潮汐水道出现侧向加积的规律性砂质纹层, 被定义为潮汐束状体( tidal bundles)沉积层

系[29]。 受潮汐影响时, 河口三角洲前缘环境中存在远端沉积, 输送到近海区域的泥沙被三角洲前缘和浅陆

架上的潮流重新分配。 潮汐层理是潮汐作用下横向、 垂向的薄层细砂、 粉砂和泥层交叠产生的沉积构造, 其

层厚、 粒度变化呈现出一定规律[30]。 在长江三角洲潮坪和江苏中部潮滩现场观测中发现, 半日潮产生的纹

层为毫米级, 约 1 ~ 5 mm, 半月潮产生的韵律层为厘米级, 约 1 ~ 3 cm; 潮汐纹层数量理论上与涨落潮次数

相等, 但由于不间断冲刷, 实际观测层数往往少得多, 推算百年尺度潮坪层偶保存率仅有 0. 74% [31-32]。
河流通过各分流通道向近海区域输送沉积物。 径流作用强烈的河口流速大, 分流河道多, 泥沙通过固定

河流通道向海方向淤积延伸, 如密西西比河三角洲。 径流作用强, 相对较弱的波浪、 潮汐作用不能完全对沉

积地层进行再改造, 因此径流影响的地层层序得以保存, 相较潮汐层理厚度更大, 通常几厘米到十几厘

米[33]。 三角洲沉积地层通常向上单层厚度增加、 粒径变粗, 其上覆分流河道沉积的粒径最粗, 发育正粒序

递变层理、 槽状交错层理等。 在远三角洲前缘出现的河口坝沉积相与末端分流河道有部分重叠, 常见的是粒

径级配变化的板状交错层理。 由于河流流量较大、 河口处盐度向海单调递增以及高密度流导致的沉积物异重

流, 都不利于底栖生物定居, 生物扰动程度较低[5]。
波浪对河口海岸沉积层理的影响取决于海岸形态和近岸水深。 河流流量减少和相对海平面上升都会加剧

波浪对河口海岸的改造作用。 波浪能量从陆架向海岸浅水区增加, 之后因破碎作用和底摩擦能量耗散等而快

速衰减[28]。 波浪作用为主的沉积环境通常保存有丘状交错层理、 低角度交错层理等。 海洋环境中波浪作用

主导的沉积往往砂层分选良好, 生物扰动程度中等到强烈, 并且存在贝壳碎片[34]。 前滨被破碎波浪冲刷和

反冲, 形成独特的板状和楔状层理, 并且向海有 2° ~ 3°的倾斜[35]。 分流河口坝沉积物偏砂质, 该区域波浪

作用导致细颗粒沉积物再悬浮而阻碍了泥质沉积[28]。
生物扰动会造成层理间不同类型泥沙颗粒的搬运和掺混, 形成高多样性的生物扰动砂岩与粉砂岩或泥岩

互层(图 1(d)) [20]。 风暴潮不断侵蚀平静天气累积的淤积, 也会在潮滩上部造成厚度大、 含砂量高的淤积

带。 江苏中部潮滩现场观测表明, 滩面侵蚀一般为 5 ~ 10 cm, 淤积层厚度为 2 cm[31]。 而在其他近岸区, 台

风事件沉积层厚为 0. 5 ~ 50 cm(图 1(e)) [27]。 河流洪水事件层的识别特点是黏土含量高(占总质量的 20% ~
40% )、 地层内部分层以及短期内沉积层沉积速率高[36]。

2　 不同动力条件下河口海岸沉积层理形成过程

河口海岸沉积层理的形态特征受控于动力条件, 最早的试验研究是 Terwindt 等[37] 通过管流试验验证近

岸河道中波纹、 透镜状等层理的形成机制, 测量流速和沉积物临界起动切应力, 发现潮流临界速度的微小差

异是形成不同层理形态的重要因素。 后续 Sato 等[38]同样利用管流试验探究层理的形成过程和保存潜力, 将

层理形成过程描述为浓度高的 A 型泥层先因流速降低而沉降形成波纹状褶皱, 浓度低的 B 型泥层随后沉淀,
填充波纹凹槽。 由于物理模型试验耗时长、 水动力模拟困难, 因此相关试验研究较少。 本节重点从现场观测

角度阐释沉积层理的形成过程。 河流入海流量、 挟沙量和海洋水动力作用强弱都会改变其所在浅海陆架的沉

积层序, 由于混合作用往往同时发生, 或是前者形成的沉积物被后者中断甚至再改造, 其沉积构造保存在同

一地层中, 各动力作用的识别、 判断复杂[34], 学界常通过分析河口海岸主导水动力对沉积层理特征的塑造

来阐述其形成和演变机制。 Rossi 等[34]考虑沉积构造形成的复杂性, 通过大量文献调研, 建立了描述混合过

程的沉积层理岩相解释, 用沉积构造中每个主导过程所占概率或可能性来量化解释沉积过程的复杂多变性

(图 2)。 以下基于这个思路, 分别介绍不同动力条件主导下河口海岸沉积层理形成、 破坏等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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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该图基于文献调研, 百分比表示每个沉积构造由河流、 波浪、 潮汐主导形成的概率

图 2　 河口海岸沉积构造按照河流、 波浪、 潮汐的三相分类方法(根据文献[34]修改)
Fig. 2 A threefold division of estuarine coastal sedimentary structure according to river, wave and tide

2. 1　 潮汐作用主导

河口海岸潮滩沉积物供应丰富, 通常由非黏性砂(粉砂、 细砂)和黏性沙共同组成, 沉积形态多变, 尺

度跨越大, 既有数十米的潮汐韵律岩和水下沙丘又有潮滩上毫米级的微型沉积层理。 Reineck 等[39]首次将沉

积层理按照几何形态和砂泥成分的不同进行分类, 如压扁层理、 波状层理(图 1(a))和透镜状层理, 这些较

为常见的潮汐层理的形成与潮流或者波浪与潮汐憩流的交替作用有关。 在潮流运动时, 带动不同粒径的砂颗

粒运动并沉积形成砂质层; 而在涨停、 落憩阶段, 潮流近似停滞, 粒径较小的黏土沉降形成泥质层。 强潮流

环境中的侵蚀和沉积变化将影响沉积相带和彼此堆叠模式的变化, 反映在不同的沉积构造中。 全球范围内受

到强潮汐影响的部分大型河口, 例如长江、 恒河、 亚马逊河等, 宽敞的河-海汇流区域、 低缓的坡度都为潮

汐作用提供了基础[28]。 Klein[40]发现优势潮流作用形成的床面在反方向非优势潮流侵蚀作用参与下的不连续

沉积界面, 可看作是潮流历时-速度不对称性的证据, 并将其定义为沉积再作用面(图 1(a))。
潮汐沉积保存往往与海侵相关。 美国 Sego 砂岩保存有明显的潮汐沉积相, 主要表现为泥质覆盖的复合

沙坝, 沙坝中常见水流波纹交错层理, 少见平行砂质层与含有双壳软体动物化石的夹层交替沉积。 潮汐主导

的砂岩发育向上变粗沉积层序和波状交错层理。 潮汐作用强烈的沉积构造中单、 双黏土层分布广泛, 横向分

隔砂层, 形成砂质和泥质层交替沉积这一典型潮控三角洲沉积特征[41]。 潮汐作用还体现在沉积体内部的非

均质性, 在砂层内部和层理间都留有更多泥质, 内部泥质结构更复杂[20]。 泥沙表层粒径对于潮汐能量梯度

向陆方向减弱的响应会导致强波浪缺失, 仅有潮汐存在时, 表层泥沙粒径向陆变细[30]。 而在垂直方向上,
Archer[42]将全球各地潮汐测站的数据应用于周期性潮汐韵律的建模研究, 指出潮汐涨落速度和周期性变化倾

向于形成垂向沉积层理。 后续其他实地观测研究也指出垂向沉积物呈现分层特征。
此外, 潮汐层理的韵律性被解释为对该地区周期性增减潮流的响应, 如半日、 半月、 月、 季度到年不等

的潮汐周期, 表现为不同潮汐层理序列、 层纹厚度的循环变化。 Visser[29]开创性地将潮滩沉积层理与潮汐作

用以及天体运动联系到一起, 将单个砂 /泥质层作为一个潮汐周期内的沉积产物。 在韩国西海岸贡索湾观测

中, 半日潮形成日不均衡的厚薄交替层, 叠加组成层纹厚度的正弦变化(大小潮周期), 且较厚层粒径更

粗[43]。 任美锷等[44]和李炎等[45]分别在江苏王港地区、 浙江大目涂潮坪的潮滩剖面进行周期性观测, 发现单

个潮周期的涨、 落循环期间, 高潮憩流时间过短不足以形成砂泥交替的薄互层理; 半月大小潮循环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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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小潮分别沉积砂和泥, 形成周期性的砂泥交替薄层层理; 并且受到季节性水动力影响, 滩面冬淤夏冲动

态变化, 高潮位的季节变化会对潮间下带中上部造成不同程度的侵蚀。 杨世伦等[46]指出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季

节性冲淤交替与潮差、 风浪、 来沙量等因素有关, 例如在雨季, 由于沙量增加形成异常厚的大小潮潮汐束。

2. 2　 河流作用主导

河流是河口海岸区域最重要的沉积物来源之一, 沉积物输入通量和持续时间差异是形成不同内部沉积特

征的原因。 Flaig 等[20]尝试通过岩相分析探究美国科罗拉多州 Loyd 三角洲的沉积特征, 河流流量的季节性变

化直接影响输沙量, 短期内输入的大量泥沙主要以平行层状砂岩为主(图 1(b)); 在长期的低河流流量期

间, 海洋动力改造和强烈生物扰动形成了细粒为主的泥质盖层。 另一个典型的河控三角洲———美国犹他州

Panther Tongue 三角洲, 被认为泥沙以推移质形式向浅海推进, 虽然与 Loyd 三角洲一样都受到河流洪水期影

响, 但主要发育平行层理、 浪流复合波纹交错层理或有机质含量丰富的不对称波纹状粉砂层或砂层, 生物扰

动强度较低, 泥质层稀少。 软沉积变形构造出现在浊流和滑塌导致的重力沉积相中, 有卷曲层理、 倒转褶皱

等(图 1(b)), 表明河流作用下, 河口坝和上三角洲前缘的泥沙快速沉积负荷或是三角洲前缘坡度过大导致

松散沉积物滑塌堆积[47]。
河流中沉积物的存在会影响湍流强度从而进一步改变沉积过程, 即使在水流或砂层中添加少量黏土颗

粒, 也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床面形态[48]。 现代黄河三角洲研究中, 高密度流较为常见, 从河口到三角洲前缘

呈现出特征性的浊积岩薄层沉积[49]。 河流洪水期, 高密度流携带的陆源有机碎屑会保存在波纹砂层中。 波

纹状砂质韵律层理、 水平状泥质层与粉砂层的交替都是由类似水动力反复作用形成的。 Baas 等[18] 总结了水

流流速迅速降低时砂、 泥混合物在河床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发现泥沙浓度高可能会在湍流较强时产生较大的

水流波纹, 有利于保存坡度低缓的床面, 可能产生砂质和泥质混合的交错层理(这种交错层理往往出现在流

速周期性变化时, 例如潮汐环境)。 除了河流作用强烈阻碍了其他动力对沉积层理的改造之外, 地形地势的

限制和变化也可能有利于河流作用为主的沉积地层的形成和保存。 例如, 沉积层序发育晚期, 珠江口陆架边

缘三角洲集中发育在开平地区, 使得后期该地区凹陷并为河流分流、 沉积物沉积提供了场所[50]。 波浪作用

的河口处, 波浪形成的障壁岛、 沙洲也会阻挡后续风暴, 得以保留部分河流作用沉积地层。
偶发的洪水事件会导致沉积记录被大规模侵蚀或覆盖。 洪水的特点是河流流量和含沙量的急速增长[51]。

洪水沉积和风暴泥沙再悬浮对三角洲最终地层保存形态影响重大。 洪水期间, 异重流作为河流的水下延伸,
输送大量沉积物以密度驱动的底流形式进入海水, 产生的沉积相与正常情况显著不同。 虽然大部分研究认为

粒序递变层是河流作用的结果(图 1(b)), 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认为粒序递变层是由风暴洪水造成的, 沉积物

在风暴减弱阶段重新起动并被再改造[17]。 洪水过程的增强和短期内大量沉积物的供应, 从羽流沉降的沉积

物形成了向海变薄和向海变细的沉积楔。 洪水情况下的分层是湍流减少的结果, 虽然羽流回流有助于沉积物

在近岸沉积, 在极端洪水排放期间, 仍可能发生高分层[52]。 河流洪水这一偶发事件引起的快速沉积会抑制

泥沙颗粒在被埋藏前的改造作用。 此外, 渐进交叉分层和爬升波纹的 S 形斜坡被看作是洪水对沉积环境造成

影响的显著特征, 其中爬升波纹层理的形成与高悬沙量的湍流产生的牵引力和沉降过程有关[53]。

2. 3　 波浪作用主导

波浪对河口沉积层理的改造体现在对河流输入到沿海和近岸堆积的沉积物的再搬运。 在潮滩、 海湾实地

观测中, Janssen-Stelder[54]和 Allen 等[55]实地测量水位、 流速、 悬沙浓度以及泥沙沉积等数据并进行分析,
发现在荷兰 Wadden 海域潮滩和英国 Severn 河口都出现弱波浪作用时, 沉积物向岸输移, 发生淤积; 而强波

浪作用时, 沉积物中的细颗粒则大多向海运动, 发生潮滩侵蚀。 Lee 等[56]在韩国西海岸半封闭的 Garolim 湾

布置潮汐沉积动力学监测系统, 监测历时 15d 的冬季泥沙输移过程, 结果显示, 波浪的存在会引起底部沉积

物的再悬浮, 使得悬沙浓度增高, 从而在退潮过程中随水流向海输移, 造成侵蚀。
波浪从海到陆相对强度变化, 对沉积层理作用呈现出空间差异性。 受波浪影响较大的区域, 如巴西圣弗

朗西斯科河三角洲, 一维模型显示向海岸进积时产生了以砂为主的向上粗化序列。 通过对现代三角洲实例的

调查, Bhattacharya 等[57]发现受波浪影响的三角洲在平面形态和地层沉积相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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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三角洲上下游不同叶瓣之间存在泥沙分布和岩相结构的差异, 上游叶瓣泥沙供给多通常发育成滩脊平

原, 前三角洲泥质层和三角洲下游叶瓣有关, 下游侧形成波浪主导的沙嘴和沙坝, 保护潟湖和海湾, 保留内

部径流和潮汐沉积过程, 避免波浪再改造。 Li 等[22]研究美国犹他州 Ferron 砂岩沉积学时发现, 波浪主导的

滨海剖面粒径向上变粗, 层内生物扰动程度为轻度到中度, 近海陆架为泥质沉积物, 下滨面沉积有丘状交错

层理(图 1(c)), 上滨面则为米级、 分米级低角度交错砂岩层(图 1(c))。 由于波浪冲刷和沉积物输入匮乏,
相对海平面、 沉积物供应和波浪气候在 10 ~ 1 000 a 尺度的微小变化, 可能会在海岸陆架形成独立的斜坡表

面, 生成的斜坡可以帮助识别外侧的控制因素。 在波浪作用强的河口前缘序列中观察到沉积记录中断, 河流

洪水事件层厚和混合急速减少, 且生物扰动强度增加。
风暴潮等极端气象条件也会造成垂向泥沙重组现象[23]。 风暴具有高能量和偶发性, 携带的泥沙通量可

能比平静天气下的泥沙通量大几个数量级。 极端风暴贡献的沉积物增加量甚至足以抵消几十年来由于海平面

上升而导致的预计海岸线退缩[58]。 突发风暴引起床面剪切应力增加, 决定沉积物通量和扩散模式, 可以将

较粗的沉积物带向近岸沉积, 在沉积物水平分布和垂直沉积层理特征上都具有明显影响效果[59]。 风暴期间,
水流和波浪组合产生的高床层剪切应力会带走洪水期间沉积的物质[52]。 Fan 等[60] 分析长江三角洲泥沙沉积

层理时, 指出强风浪和潮流会形成厚层、 粗粒径层理; 并且越靠近海侧, 风暴影响的沉积越显著, 形成更厚

的单层沉积和更多的风暴沉积层。 王建等[31] 观测江苏中部潮滩, 收集风暴潮期间柱状样, 通过粒度统计分

析得到泥沙构造变化情况, 台风期间泥沙的沉积变化随深度增大, 粒径递增以及泥沙层理都发育显著。 Bud-
illon 等[61]在意大利萨勒诺湾的岩石地层和地震勘测研究中指出, 风暴沉积也会呈现出砂质层占比多、 底接

触面突变、 与泥质层互成层理的现象。
风暴引起的迅速增水与强潮共同作用会改变海岸沉积物的运输格局, 在潮滩和沙质海岸呈现出明显的演

变特征差异[62], 并且存在向陆方向砂层厚度减小、 出现非常态的砂砾质层和生物扰动迹象等其他特征。
Peng 等[23]对 Orinoco 三角洲的地层结构及演替进行了分析, 佐证了河流、 潮汐、 波浪的相互作用, 并且风暴

潮改造占主导作用时, 三角洲前缘泥沙组成向上变粗、 加厚, 形成波纹状分层砂岩, 由于该地区异常快速的

沉降(平均大于 1 km / Ma)会阻碍风暴潮对河流、 潮汐形成沉积层的再改造。 白令海以北的育空河呈现出粗

颗粒砂和粉砂、 陆源淤泥交错的夹层, 厚度为厘米 /分米级, 该夹层被认为是风暴或者风海流引发的泥沙通

量变化记录。 偶发的高能量风暴事件造成的沉积往往呈现出厚层状(可达 60 cm)的丘状交错层理, 台风期间

的强浪会使得底床受到强烈侵蚀, 风暴会造成砂岩层之间泥岩夹层的丢失, 丘状交错层理和含有生物扰动迹

象的砂岩层交替是平静天气和风暴交替情况下风暴占主导地位的沉积特征[5]。
2. 4　 波浪、 潮汐、 河流共同作用

随着对河口海岸沉积体系以及沉积层理研究的不断深入, 一些研究发现, 现代很多河口区域的沉积特征

不仅仅受到单一水动力因素控制[28,63], 混合过程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共同作用使得沉积系统更为复杂。
例如, 潮汐运动抵消了河流向海岸输沙能力的降低, 使沉积重心向海移动, 并且受潮汐影响的分流河道迁移

率较低, 潮汐的存在减少了三角洲分流河道流量分配的不对称性[64]。 潮汐和径流的共同作用往往会使三角

洲河口的沉积层反复叠加。 河流主导的沉积在经历较强潮汐变化时, 径流和沉积物输入保持在较低水平, 可

能会在砂质前积层之间呈现出更厚、 更细、 更广泛的生物扰动互层[20]。 基于动力过程的三端元法现代海岸

地貌分类中, 有近 3 成的海岸受到波浪、 潮汐、 河流混合作用的控制[65]。 由于河口海岸的存在历时久, 覆

盖范围广, 其沉积过程也会随着动力作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而有所不同。 在全新世三角洲演替过程研

究中发现, 大型三角洲由于水动力强度交替变化, 可能经历 3 种常见的动力过程变化: 从径流主导转变为波

浪主导, 如密西西比河三角洲; 从潮汐主导转变为波浪主导, 如湄公河三角洲; 从径流主导转变为潮汐主

导, 如印度尼西亚马哈坎三角洲[66]。 波浪控制的三角洲或者滨海沉积物通常被受河流、 潮汐影响的分流河

道阻断, 而后被潮汐形成的砂泥互层和陆架沉积物覆盖[67]。 不同强度的潮汐和波浪作用会在潮滩底床产生

交错层理, 如双向或人字交错层理、 沉积再作用面。 珠江口水动力特征研究指出, 径流作用和潮汐作用在河

口处相互对立, 此消彼长, 丰、 枯水期, 径流和潮汐交替占主导地位[68]。 空间位置不同也会导致动力因素

差异, 例如, 珠江三角洲西北部分流河口是以河流作用为主的径流动力体系, 而北部和中部则是潮汐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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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纳潮量是径流量的 3. 6 倍。
Flaig 等[20]对美国科罗拉多州 Campanian 三角洲在河流、 潮汐交替影响下的沉积特征进行分析, 在河流

洪水期大量泥沙输入河口区, 洪水期结束河流流量逐渐减小, 泥沙被潮汐改造并受到强烈生物扰动, 形成生

物多样性丰富的砂泥互成层理。 Gugliotta 等[69]采集湄公河三角洲在河流-海洋过渡带的沉积物样本, 分析沉

积过程, 结果表明, 上游河道砂较多, 泥沙供应和沉积受径流影响; 下游河道悬浮泥沙受潮汐主导、 径流次

要影响, 出现泥砂交替的潮汐韵律层, 且旱季雨季沉积变化显著。 波浪和径流相互作用的影响由波浪强度和

入射方向决定。 波浪相对较弱时, 将河口沉积物向两侧搬运, 并且水流的掺混运动会增加河口底床切应力,
增加射流扩散; 波浪作用过强时, 会带走河流沉积物, 限制河口坝发育。 有波浪情况和无波浪情况相比, 形

成的河口坝距离河口近 35% , 且形成速度快 40% [70]。 Zhang 等[67]重新解释了墨西哥湾 Lower Wilcox 三角洲

的地层变化过程。 过去认为该三角洲是典型的河控三角洲, 而最新研究发现, 因为沉积物供应减少, 相对海

平面上升, 以及陆架边缘不断进积形成的宽阔陆架, 晚期 Lower Wilcox 三角洲受到河流、 波浪和潮流的复杂

相互作用, 波浪影响形成的向上变粗层序会被河流洪水期异重流沉积和潮汐韵律层改造。
2. 5　 其他因素作用

除了上述水动力作用, 生物扰动、 相对海平面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也会在各类水动力作用形成的沉

积层理基础上叠加偶发事件沉积, 或是造成层序间断缺失等。 由于潮流混合作用周期性将富氧的表层水输送

至底层, 三角洲前缘的沉积物可能受到高度生物扰动, 生物扰动增加了细粒互层中的砂岩含量, 并提供了砂

导管, 增加了床层之间的连通性[20]。 以螃蟹、 蛤类为主的底栖动物的挖洞行为会直接影响海岸沉积物稳定

性, 甚至可能造成对沉积历史记录的错误解读[71]。 在大型底栖动物建造及维持其洞穴期间, 底床下层沉积

物被带到地表再沉积, 增加海岸沉积物周转率并改变沉积层理结构。 底栖生物还可以分泌胞外聚合物, 和微

生物共同构成生物膜(Biofilms)。 生物膜增强沉积物凝聚力并降低底床糙率, 使得底床沉积物更难被侵蚀,
被称为“生物稳定剂” [72]。

海侵期间相对海平面的持续上升, 特别是在陆架边缘附近, 往往会导致更强的波浪和潮汐影响。 相对海

平面变化通过改变各位置水动力条件间接影响河口沉积特征。 在珠江口盆地陆架边缘三角洲的研究中, 相对

海平面下降, 陆架边缘的波浪和沿岸流作用增强, 大部分沉积由波浪作用控制; 而相对水平面的上升, 岸线

向陆侧移动, 水深的增加削弱了波浪能, 河流逐渐占主导地位[50]。
人类活动引起的河流流量减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三角洲受到更强的波浪改造作用, 形成沿岸流重新分布

河口三角洲的沉积物。 大规模、 高频次的人类活动, 尤其是围垦工程和防波堤等海工结构物的建设对海陆水

动力环境、 泥沙输移格局等的改变也不可忽视[73]。 张长宽等[74] 对滩涂围垦等大规模工程对近海环境的影响

展开探讨。 大规模人类活动会对近海生态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特别是围垦工程, 需要考虑到近海水动

力以及泥沙等自然条件。 Wang 等[75]通过对比江苏大丰港区围垦前后各参数变化, 分析围垦工程对泥沙输移

的影响。 围垦后潮间带的潮流作用减小, 泥沙输移情况更加复杂; 泥质区域会向海方向延伸, 潮滩下部沙粒

径增大。 目前, 沉积动力学重点探究沉积物在流体环境下的起动、 输运过程和堆积产物, 并对整体沉积体系

的宏观演化规律进行讨论, 缺乏对其他因素影响的综合考虑。 结合实际观测数据, 建立多种动力共同作用、
多因素耦合作用的反演模型, 最小化观测数据和模型模拟之间的差异, 以获得最匹配实际情况的模型, 在环

境勘测、 预测领域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3　 河口海岸沉积层理形成机制的数值模拟

河口海岸沉积层理的形成涉及多个复杂的物理过程, 如水流输运、 沉积颗粒起动、 输移、 沉降等。 收集

整合大量实测数据并以此进行数学建模和数值模拟是探究复杂沉积过程、 揭示层理形成机制的重要手段之

一。 相较现场观测和钻孔资料分析, 目前对于河口海岸沉积层理形成机制的数值模拟较少, 但由于数值模拟

成本低, 可设计性高, 现阶段正蓬勃发展。 目前用于泥沙输运和沉积模拟的模型主要分为概念模型和基于动

力过程的数学模型, 这些模型旨在描述和预测河口、 海岸、 湖泊等地形地貌演变。 概念模型用于探究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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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貌变化, 通过概念理论框架来解释泥沙输移和沉积过程, 能够提供对长周期地貌演化的定性洞察, 但

是用于处理短时或细节的泥沙运动时效果有限; 基于动力过程的数学模型主要通过计算水体和泥沙颗粒的运

动参数, 探究短期或中长期泥沙输运和地形变化, 通过数学方程来描述波浪、 潮汐、 径流动力学过程以及泥

沙悬浮输运, 由于考虑水-沙耦合以及其他相互关联的因素, 数学模型能够提供更精确的定量分析。 已有的

数学模型更多聚焦于宏观地貌演变, 对于准确描述各影响因子对沉积层理耦合作用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然而, 沉积层理的模拟相对于上述 2 种模型而言要更复杂, 计算要求更精确细致, 目前很难实现, 对于多因

子相互作用的长周期时间尺度的沉积层理模拟更是难上加难。

3. 1　 数值模拟简述

在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中常用地层正、 反演模型来估计地质结构和物化参数, 数值模拟则是用数学控制

方程来描述水动力、 泥沙运动、 层理形成、 底床地貌变化过程中不同关键因子的相互作用、 守恒关系和动态

演化。 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基于动力过程的数值模型, 通过考虑水动力、 泥沙输运和地貌演变对水动力的反

馈机制(图 3(a)), 模拟沉积物颗粒在水体中的输运和沉积, 更准确地描述水流、 泥沙与底床相互作用, 建

立基于过程的沉积层理分析数值模型。
一般而言, 基于过程的河口海岸沉积层理模型通常考虑水动力、 泥沙输运、 底床分层、 地貌演化等模块

的相互耦合作用, 不同的模块采用相应的控制方程[78-79]。
(1) 水动力模块。 在一维条件下, 通过求解描述质量守恒和动量守恒的一维浅水方程来模拟流体运动。

风浪的公式描述则是根据风区长度、 风速和水深估算浪高和周期, 可以很好地描述风浪对浅海潮湾和滩地的

影响。 对于浅水波浪, 采用线性波理论计算底部最大波轨道速度。 在水动力模块中, 潮汐和风浪的联合床切

应力通常超出两者作用的线性总和, 但是简化计算考虑假设为线性总和。 潮汐和波浪共同作用产生的最大底

部切应力驱动泥沙输移[78-79]。
(2) 多组分泥沙输移模块。 在评估泥沙输运时, 黏性沙和非黏性沙组分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 忽略了不

同泥沙组分混合后再悬浮阈值与单一泥沙组分黏性沙临界值的差异, 且不考虑黏性沙和非黏性沙之间的相互

作用。

图 3　 沉积层理模型框架与底床分层模型示意(根据文献[76-77]修改)
Fig. 3 Sedimentary bedding model framework and schematic diagram of bed stratigraphy model

黏性沙采用经典的 Patheniades-Krone 公式[80]计算, 对于非黏性沙, 可采用 Soulsby-VanRijn 公式[81]来解

释各项水动力作用的综合效应, 总输沙量为推移质和悬移质输沙量之和。
(3) 底床分层与地貌演变模块。 不同于传统的泥沙均匀底床模块, 多组分泥沙分层效应模拟需要构建底

床分层模块对每个薄层沉积物组成变化的详细记录来实现对沉积层理演变的模拟。 该模块将初始底床分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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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薄层, 薄层数量和厚度均可按需设置, 最上层为冲淤层, 层厚为 δa, 最下层为基准层, 中间所有薄层共同

组成交换层。 在计算过程中, 1 个时间步长内仅由最上层活动层与水体进行泥沙交换, 当冲淤层的厚度小于

δa 或者大于 δa 时, 即床层状态变为 B1 或 B1′, 累计发生的侵蚀或淤积在下个时间步长开始前由交换层进行

补充, 恢复成 B2 或 B2′状态, 确保每个时间步长计算开始时冲淤层厚度恒定, 在整个形态动力学模拟中重

复该过程, 当交换层的泥沙厚度达到设定最大厚度 δu 时, 会产生新的交换层, 或是当交换层的泥沙全部补

充至冲淤层后, 该交换层消失, 以此来反映整个底床的泥沙冲淤变化(图 3(b), h 为水深, zb 为床面高程,
η 为水位, δu1, …, δuN分别为交换层第 1 层至第 N 层的厚度)。

除此之外, Viparelli 等[82]以三角洲前缘沉积物粒度分布函数构建数学模型。 将静水水域、 倾斜基底情况

下进积三角洲的一维迁移模型和实验三角洲地层观察结果进行了比较。 假设三角洲前缘沉积过程以颗粒流为

主, 三角洲前缘的迁移和顶部沉积采用总质量和粒度质量守恒进行建模。 通过模型记录三角洲沉积物粒度随

空间的分布变化, 描述三角洲前缘颗粒流沉积和向上变细以及三角洲顶部的河流沉积。 数值和实验结果表

明, 虽然粒度分布与推移质公式存在小幅偏差, 但是该模型为三角洲前缘进积和三角洲顶部、 前缘沉积物粒

度分布的现场和实验室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Leonardi 等[83]在河口潮汐层理的数值模拟研究方面开展了一些

开创性的工作, 基于河口湍流射流的理论框架, 提出了一个基于过程的河口坝相分布分析模型, 并与数值模

型比较, 量化河口坝潮汐层理的层纹特征。 从海洋泥沙动力学角度, Gao 等[84]、 高抒[85] 对已有的全新世大

陆架泥沙输运及沉积体系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 发现沉积记录通常是对单个片层进行高分辨率分析, 每个记

录分辨率在 10 a 内, 涵盖时期较短。 根据沉积过程-结果的关系理解, 将不同沉积记录按照一定时间顺序连

接在一起, 制定沉积记录形成的建模方法, 则可以将记录涵盖时间延长。
通过各类数值模拟分析方法, 模拟不同物理过程的相互作用, 探究各因素对沉积层理形成的影响, 进一

步评估沉积系统的形成机制和保存潜力, 预测沉积地层的演变趋势。 在研究和工程应用中意义重大, 有助于

理解和解释沉积层理的形成机制和演化过程。
3. 2　 沉积韵律层理的形成机制模拟

沉积层序这类复杂自然现象的解译工作困难并且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不论是理论概念模型的建立还是数

值模拟都需要经过一定简化,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现场测量取样技术的飞速发展, 河口三角洲沉积层理、 沉积

过程的数值模拟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86]。 Boudet 等[87]对罗纳河三角洲的风暴和洪水事件下的泥沙输

送进行了模拟, 发现河流入海口的总输沙量仅受河流流量影响, 而河口坝处的总输沙量取决于风暴、 洪水影

响和偶发事件的连续性。 洪水不仅在大量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急速上涨时出现, 还可能由于风暴潮引起河口异

常增水。 Leonardi 等[83]对河口坝的潮汐层理进行模拟, 以解释潮汐层理的特征并量化其在河口坝中的范围,
分析结果表明, 无潮汐时, 从陆向海依次分布砂为主区域、 砂泥混合区、 泥为主区域; 随着潮汐作用的增

强, 原本砂泥混合区会被交替潮汐层理的分层带取代(图 4); 采用分层区域的范围和相邻粗、 细砂泥层的含

泥量差值来描述河口坝的层理特征, 这 2 个量都随着潮汐振幅的增加而增加。 徐孟飘等[77] 通过数值模拟的

方式证明了潮汐层偶结构会在一个大小潮周期中产生, 并且在大潮期间会形成以粗颗粒沉积物为主导的砂质

沉积层, 在小潮期间会形成以细颗粒沉积物为主导的泥质沉积层。 Chen 等[88]以江苏潮滩为参考, 模拟了围

垦对潮滩形态和泥沙粒度分布的影响, 发现持续地围垦会改变潮滩剖面形态并且使得潮滩泥沙粒径变粗。
Vona 等[89]运用数值模拟技术量化了不同波浪条件下防波堤对沉积物输送和潮滩演变的影响, 指出防波堤可

以保护海岸, 减少波浪冲击, 但是同样也会阻碍沉积物的向岸运输, 长期来看, 需要平衡其抵御波浪和海岸

线泥沙供给的作用。 目前大尺度的沉积地貌演化理论蓬勃发展, 也能够通过钻孔取样分析了解历史沉积特

征, 但是微观层序特征与宏观演化理论之间关于过程和机制的关联探讨较为缺乏。
在潮汐和风浪对泥沙沉积层理作用的数值模拟方面, Geleynse 等[90] 指出仅在河流动力下形成的三角洲

通过河口坝诱发的水流分汊和上游河道转移而向前发展, 风浪抑制了发育中的三角洲前缘细颗粒泥沙固存,
形成相对光滑的海岸线, 并受到分流河道扰动; 而受潮汐影响的河流三角洲通过延伸最初形成的相对稳定的

分流河段, 并以沉积物的旋回性(砂和粉砂互层)为特征向前推进。 Zhou 等[78] 在 Roberts 等[91] 开发的垂向一

维潮滩地貌模型中加入底床分层模块, 耦合波浪运动, 模拟外边界无泥沙补给时泥沙在波浪下的分布,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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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分析模型提出的从岸到海的河口相模型(根据文献[83]修改)
Fig. 4 Estuarine facies model from land to sea propos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model

潮流和风浪在泥沙分选过程中作用不同: 风浪对潮间带沉积物的再悬浮作用明显, 强风浪更有利于近海泥沙

输移, 更有效地侵蚀泥沙; 潮流主导时, 潮滩中下部的黏性泥沙易被携带至上部落淤。 Zhou 等[59,92] 后续又

分别探讨了不同潮汐、 泥沙特性、 风暴条件下的潮滩泥沙分选和层理特征, 并与现场观测结果进行比较(图
5), 数值模拟结果图(图 5(a), N 为小潮, S 为大潮, 左侧数据表示柱状样在地面以下高程, cm, 右侧数据

表示模型中以水面为基准面的柱状高程, m)中颜色越红表示粗粒径粉砂含量越多, 颜色越蓝表示层中细粒

径黏土越多, 很好地模拟长江三角洲现场柱状样中由大小潮周期形成的砂 /泥质主导层交替沉积现象, 模拟

得出的沉积层理厚度变化也与柱状样观测厚度变化趋势一致(图 5(b))。 对潮滩形态动力演化机制进行深入

探讨, 指出风暴历时、 强度、 风暴频率和间隔等对潮滩层理形成和破坏具有重要影响, 特别地, 潮间上带的

粗颗粒层理通常与风暴密切相关, 可指征风暴事件。 Guerin 等[93] 对法国大西洋沿岸的宽河口沙坝形态和地

层演化进行了数值模拟, 考虑了数十年来潮汐、 波浪影响, 发现波浪气候的季节性变化有效地解释了地震反

射剖面中观察到的浅滩垂直于主流方向的韵律性侧向加积。

图 5　 风暴下潮滩沉积层理现场观测与数值模拟对比(根据文献[59]修改)
Fig. 5 Comparison between field observation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edimentary stratification on tidal flats under st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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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展望

河口海岸沉积记录和层序特征研究为其发育过程中所处动力环境分析、 沉积体系的不同时空演化提供了

依据。 海陆过渡带动力过程复杂, 本文分析各主导动力在河口海岸沉积层理形成破坏过程中的作用, 进一步

阐述层理演变机制。 一般来说, 径流主导形成的沉积层理在河口附近发育, 呈现粒径向上变粗的粒序递变层

等, 洪水期异重流的存在可能会形成爬升波纹。 潮汐作用形成的层理构造和潮汐周期相关, 通常为潮汐韵律

层、 潮汐束等。 波浪作用时层理的形成受其相对径流强度差异影响, 形成对称性互层沙纹等, 偶发风暴潮会

使层厚明显增加或是侵蚀造成部分层理特征缺失。 径流、 潮汐、 波浪水动力的混合作用广泛存在, 当单一动

力不占据绝对主导时, 混合水动力作用的讨论必不可少, 需根据区域条件进行深入研究。
尽管河口海岸沉积层序及其沉积过程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为了更准确地探寻历史沉积地貌, 预

测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背景下的河口海岸层序地层和沉积体系的演变趋势, 仍有以下几方面研究有待进一

步深入:
(1) 宏观理论与微观特征之间的关联探讨。 目前, 虽然对气候、 水动力、 海平面变化等因素在沉积环境

演化中的作用有了理论认识; 并且已经能够通过钻孔取样、 地层剖面仪等技术对地层中生物化石、 岩芯岩性

以及环境沉积物进行细致分析, 提高了沉积特征时空分辨率。 但由于地质历史的时空跨度大、 演变分析复

杂, 微观层序特征与宏观演化理论之间缺乏过程和机制的探讨。 未来有必要采用多尺度分析方法, 与理论模

型、 地质剖面对比分析, 将宏观理论与微观特征有机结合起来。
(2) 沉积特征及层序地层时空尺度的认知。 加强多源数据整合, 结合遥感、 地球物理勘探、 钻孔数据等

现代观测技术, 多学科协作, 运用地质学、 物理学、 化学等知识多角度分析, 构建更精确的时空尺度沉积特

征演变认知框架。 对河口海岸沉积体系的分类和主导沉积作用动力的识别需要在分析总体地层堆叠模式或是

优势沉积相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虑复杂的内部地层变化和遗迹特征。
(3) 基于过程的、 物理动力机制的多因素耦合作用反演模型的开发及应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作用因

子(如水动力、 生物过程、 初始地形、 海平面上升等)在时空尺度上对层序地层的影响, 开发基于综合动力

过程的沉积记录反演模型有助于分析不同作用因子耦合作用, 揭示多因素作用下的层序构建机制, 从而更准

确地预测气候变化背景下突发事件(洪水、 风暴)对沉积环境的改造及层序特征的长期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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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uarine and coastal areas, located 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sea and land, are heavily impacted by
human activities such as coastal engineering projects.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impacts are diverse, and depend on the
geomorphology, evolution history and dominant processes shaping the system. Techniques such as observing the
sedimentary strati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astal numerical modelling have been us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se
formative processes. Here we review research findings linking hydrodynamic factors (e. g. , river, tide, and wave)
in estuarine and coastal regions to the sedimentary strati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hydrodynamic process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se forces shape the sedimentary stratigraphy are
analyzed, along with episodic dynamic factors such as floods and storms, along with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like
biological disturbance, sea-level changes, and reclamation projects; all of these affect the form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sedimentary stratigraphy. Additionally, the application and mechanistic understanding of numerical methods of
interpre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struction mechanisms of sedimentary layering are discussed. Finally, som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e. g. , the need of research at the spatiotemporal scales of estuarine and
coastal sedimentary layer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factor coupled numerical models.

Key words: sedimentary stratigraphy; estuarine coast; dynamic geomorphology; formation mechanisms;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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